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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州學派的早期風貌──淮南三王研究 

黃淑齡∗  

［摘 要］ 

一般研究泰州學術時，多以重視百姓日用、狂蕩疏略為普遍印象，表面上看

來雖似沒有爭議，深究後始發現這種定論存在許多的矛盾。例如王艮傳人中有王

棟的篤實，又有王襞的不羈；王艮論樂云不費絲毫力氣，卻又格外重視脩身正己；

談現成良知時應強調自信己心，王艮學中卻有「以人度己」的成分存在。這些問

題使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泰州學派的定位問題，其中又以釐清淮南三王的學術宗旨

為要。本文提出王艮學說乃以「萬物一體」為宗旨，以「修身正己」為工夫內涵，

雖然他也說「現成良知」，卻存在著「良知有蔽」的質疑。王棟繼承師志，他提出

「誠意」說來彌補王艮偏離王學的工夫論，並詳加闡述王艮學術的原委，是今日

我們得以重新檢視王艮學術的重要橋樑。王襞則由王艮的樂學出發，發展出自然

人性論的觀點，傾向談「空」論「無」，成為泰州後學歧出的肇端，也影響了後來

的羅汝芳，形成泰州學派的另一股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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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王艮、王棟和王襞，世稱泰州學派的「淮南王氏三賢」或稱「淮南三王」。1自

黃宗羲（1610─1695）以「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摶龍蛇」評價明代泰州學

術後，歷來研究泰州學派的學者，多繼承此一批評，認為泰州學派將陽明學發展

到一個本體現成，工夫亦現成的狂蕩路線上，而其首創者就是名列泰州學案第一

人的王艮。2這種說法衍生出兩個問題，首先是泰州學派定位的問題。其次是王艮

學說與所謂「狂蕩恣肆」之關連的問題。泰州學派之成立，依據的是黃宗羲在《明

儒學案》中對《泰州學案》的編定。近代學者開始注意到《泰州學案》的特殊性，

因為不論由「地域」、「師承」或「思想內涵」來檢查，都無法找出名列泰州諸家

的共通性。3那麼泛言泰州狂蕩便可能失之籠統。大體而言，學者多同意泰州派有

其思想上的一致與特殊性，儘管有一些人物的編排顯得駁雜，4也無礙其作為一思

                                                 
1 據《一庵年譜紀略》及《東厓年譜》，王棟和王襞死後先後配享心齋精舍，祠里中咸稱之

曰越中淮南生三王。另說越中指陽明，淮南指心齋、一庵，共稱三王。今日王氏宗祠仍

在中國姜堰地區保存下來。 
2 牟宗三說：「心齋父子，特別著重此義（曾點之樂），成為家風，成了泰州學派底特殊風

格，遂演變而為狂蕩一路，所謂狂禪，劉蕺山所謂情識而肆。」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

蕺山》（台北：學生書局，1993），頁 287。嵇文甫也說：「王學的狂者精神，他（心齋）

表現的最顯著，在他領導下的泰州學派，把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形成王學的極左派。」

嵇文甫：《左派王學》（上海：上海書店，1990），頁 38。 
3 如吳震說：「在總共五卷的泰州學案當中，有傳且有語錄可察者，共計十八人。其中非泰

州出身者占了絕大多數，尤以江西人居多。可以說，黃宗羲對泰州學案之設定，一反以

人物出生地為依據的設定原則，同時也沒有嚴格遵守彼此間的師承關係這一原則，他的

主要依據在於人物的思想特質。這一做法本身雖沒有錯，然而問題也就出在這裏。比如，

其中的趙貞吉、耿定向、周汝登這三系（各占三卷）的思想人物，就其各自的思想特徵

來看，是否應當被列入泰州學案，就很值得懷疑。」吳震：〈泰州學案的重新釐定〉《哲

學門》第 5 卷第 1 期（2004），頁 1。彭國翔則指出：「在無法以地域作為區分不同學派

標準的情形下，要構成一個學派，便只有具有基本一致的精神方向了。然而，這一條件

對於泰州學派也顯然並不具備。」彭國翔：〈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

題之檢討〉《清華學報》第 31 卷第 3 期（2001），頁 368。 
4 如吳震說：「黃宗羲在對人物作思想判定的時候，他的標準是不夠明晰和確定的。其結果

使得那些所謂的『異端』人物都被歸入泰州學派，導致整部泰州學案幾乎成了一個『大

雜燴』。」吳震：〈泰州學案的重新釐定〉，頁 1。 



 

泰州學派的早期風貌──淮南三王研究  123 

 
 
想鮮明學派的事實，5彭國翔曾概括說：「《泰州學案》之一、二、三均由王艮開出，

確可以主張『良知之自然』來概括其基本特點，這一點並無問題。」6但他也指出

列名於學案後半的方學漸與此基調不合，「論學卻頗欲以朱子格物致知之說救正王

學末流空虛之弊。」7這個發現原是用以質疑泰州內部的思想統一性，卻引出前述

的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王艮學說的精神是否即與「朱子格物致知之說」完全相左

的問題，也可進一步詮釋為，王艮學說是否即是後學「狂蕩恣肆」的肇端的問題。 

其實王艮的學說擺在王學現成派來看頗為特殊，一方面他持以為宗旨的「明

哲保身論」、「淮南格物說」似非傳承自陽明，8二方面他的「樂學」思想雖開泰州

一脈風氣之先，可謂之「狂」，卻難以稱之為「蕩」。9近代學者研究王艮學術，開

始注意到他講學「篤實」的一面。10我們觀察王艮學生王棟的學說，發現他為學謹

尊師承，而所發展出的學術路線卻是「誠意」之學，與一般人對泰州不假修證的

印象相去甚遠。深究之，或許可以一改我們對泰州源頭工夫疏略的印象。然而，

王艮之子王襞的學術路線又明顯偏向率性修道的路線，方祖猷認為他是受了王畿

（1498─1583）影響，反映三教合一思想的流行。11有學者甚至認為王棟乃藉「誠

意」說來糾正王襞的自然人性論。12據焦竑（1540—1620）所校正之《東厓年譜》

                                                 
5 如呂妙芬指出：「關於陽明學與近代中國發展之大論述的問題，這方面過去的陽明學研究

有非常鮮明而套式的看法，且焦點多集中在泰州學者。」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台

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3），頁 13。 
6 彭國翔：〈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頁 368。 
7 同前註，頁 369。 
8 如牟宗三說：「王艮比王龍溪怪誕多了，他講學立義並不遵守陽明底軌範，他的一些新說，

如對于格物的講法，也只是一說而已，並無什麼義理上的軌道。」牟宗三：《從陸象山到

劉蕺山》，頁 282。 
9 王艮以怪誕之狂態聞名，但另一方面也呈現出尊古崇禮之氣質，稱之為「蕩」並不

妥當，詳見後文。 
10 如張克偉認為「心齋『淮南格物』說的精神重在實行。」張克偉：〈泰州王門巨擘—王

一庵哲學思想抉微〉《南昌大學學報》第 27 卷第 2 期（1996），頁 30。陳郁夫也表示：

「其實心齋說『良知現成』，用意不在說『良知』不假修學，而是要人當下體認。」陳

郁夫：〈心齋學評述〉《東吳中文學報》第 2 期（1996），頁 49。 
11 方祖猷：〈論淮南三王：王艮、王襞、王棟〉《江海學刊》第 6 期（1990），頁 115。 
12 方祖猷、張克偉均有類似說法。見方祖猷：〈論淮南三王：王艮、王襞、王棟〉，頁 116；

張克偉：〈泰州王門巨擘—王一庵哲學思想抉微〉，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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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王襞乃「獨得先公之傳」；13王棟之《年譜紀略》亦稱其「師事伯兄心齋，

受格物之旨，躬行實踐，得家學之傳。」14王棟死前本欲會見王襞，惜王襞未至而

歿。15他們叔姪的關係如何，今日已難臆測，可以肯定的是上述種種歧見，的確造

成我們對泰州初期學說的混淆與迷惑，若再加上與陽明學的關係，則更形複雜。

在這種情況下，是否還容許我們簡單地評定《泰州學案》前三卷人物思想均以「良

知之自然」為核心呢？我們若欲將泰州派的定位植基於「思想特色」上，恐怕還

須先釐清淮南三王的思想宗旨。 

近人對泰州學術的研究多著墨於王艮，相對的忽略了王棟與王襞。方祖猷〈論

淮南三王〉一文雖將三人並列研究，然重心放在論述泰州學術的分化，故仍未能

完全釐清三人思想的異同及其特色。楊天石著《泰州學派》，只論王艮、王襞而缺

王棟，季芳桐的《泰州學派新論》，分述王襞、王棟之學而未論其交涉。本文的目

的即針對三人思想的發展與連繫作進一步研究，期能使泰州早期學術的風貌較為

清晰。下面試以幾個問題切入正題：首先，早期學術界多致力於研究泰州學派的

思想特色，而非《泰州學案》的不合理性。近代學者重新釐定《泰州學案》時，

也發現最終仍須以王艮為中心，從「思想傾向」及「師承關係」兩點來判定某人

是否應歸屬泰州派，16這點筆者深感同意。17我們並不能因為泰州的駁雜，就否定

研究其思想核心的意義。那麼，公認的泰州學風哪些是由王艮開啟，而為王棟、

                                                 
13 [明]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據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明崇禎至清嘉慶間遞

修本影印，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 146，（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頁 646。 

14 [明]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據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鈔本影印，收

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 10，（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頁 49。 
15 同前註，頁 51。 
16 吳震在〈泰州學案的重新釐定〉一文中說：「凡是與泰州學派的開創者王艮的思想具有

同一或相近之傾向的人物以及彼此之間具有一定師承關係者，都可以被劃歸於該派名

下，出生地是否是泰州則是次要的。」頁 1。 
17 彭國翔曾說討論泰州學派定位的意義在於「還歸學術思想史的實際」、「說明黃宗羲之

心跡與事之原委」及「使學者意識到《明儒學案》並不足以作為學術思想史最終的文獻

依據。」彭國翔：〈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頁 370。筆

者以為近代學者提出這個問題在學術史上很有啟發性，然而，站在思想史的角度上，肯

定泰州派具有思想上的脈絡而深入研究其特色仍是很有意義的，故早期學術界大家如錢

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均做如是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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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襞及其後人所繼承呢？其內涵又為何？。其二，王艮學術的宗旨何在？陽明既

闡述致良知，為何王艮高論格物？時人多探究心的靈明妙用，王艮何以獨獨標舉

保身為要？又，一般對泰州「疏略」的評價若與王艮無涉，後人何以會有這樣的

批評呢？泰州思想傳承的歧出處究竟為何？最後，我們將總論王襞與王棟對王艮

學術的繼承與詮釋，並試加評論三人的學術地位。 

二、王艮開啟的泰州學風 

（一）何謂泰州學風？ 

王艮（1483─1541），號心齋，泰州安豐場人，幼年因家貧無力負擔學費而自

鄉塾輟學，漸長後從父命往四方販鹽。二十五歲在山東訪孔廟時幡然有悟，便以

讀書質問於人的方式自力求學，每有所得則自己默默參究。由於身處僻遠，直到

三十八歲才聽聞陽明之學。他前往拜訪時心中其實抱持著既定的見解，直到與陽

明經過兩次辯論終於委心拜師。王艮以「孝」聞名，他與父親有約則必信守承諾，

並依古禮對父親晨省夜問；也以「奇」聞名，喜依《禮經》所載製作古服古帽著

之，甚至初見陽明時，也是著古服進見，至中門舉笏而立。當時陽明學因推翻舊

說引起軒然大波，謗議蜂起，他卻依然故我，自創蒲輪，招搖道路，令陽明不得

不對他痛加裁抑。然而，陽明曾說：「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18究

竟王艮具備何種性格？能在新學風中一意追求古禮古制，還讓陽明對他刮目相

看？而陽明逝後王艮開門授徒，也成為影響一方的重要學者，直到今日，泰州學

派在思想史上仍無疑是學界公認舉足輕重的王學流派之一。 

近代學者研究泰州學風，蓋有以下幾種看法：牟宗三說：「平常、自然、洒脫、

樂，這種似平常而實是最高的境界變成泰州派底特殊風格，亦成了它的傳統宗旨。」
19錢穆說：「守仁的良知學，本來可說是一種社會大眾的哲學，但真落到社會大眾

手裡，自然和在士大夫階層中不同。單從這一點講，我們卻該認泰州一派為王學

的唯一真傳。」20唐君毅認為：「若與其他王門之學相較而論，當說泰州之精神，

                                                 
18 [明]王艮：《王心齋全集‧年譜》，據日本嘉永元年刻本影印（台北：廣文書局，1987），

無編頁。 
19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頁 283。 
20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台北：學生書局，1977），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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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面對吾人一身之生活生命之事中講學。」21大抵重視百姓、日用、生活、學術

通俗化等，是學界一致公認的泰州學風。其次也有提出其以「會通三教」為特色

者，如唐君毅云：「王門後學如趙大洲、焦竑、管東溟、陶望齡，皆兼通儒佛，以

狂放名之之李卓吾，亦有三教歸儒說。」22黃宗羲作《明儒學案》時，已曾評價泰

州「躋陽明而為禪。」；23又有著眼於泰州「勇於擔當」之特色者，如曾昭旭說：「泰

州之士的特點在氣魄。」24黃宗羲也曾說「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25另

又有標舉泰州崇尚「教育」者，如黃文樹云：「泰州之學從王艮創立學派宗旨以降，

經顏鈞、王襞、羅汝芳、何心隱、李贄、焦竑、周汝登等後學發皇光大，一代勝

似一代，他們無不講學以見於世，儘管身為草民匹夫，但始終抱持教育淑世的精

神。」26嵇文甫則說泰州的精神在於「狂」，其云：「龍溪、心齋是陽明門下最傑出

的人才。他們對於師說，深信篤好，以使徒般的精神，熱烈宣傳。王學之發皇光

大，風靡一世，得力於他們最多。他們誠然都不免於『狂』，但『狂』正是王學的

特色。」27黃宗羲說：「泰州之後，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何心隱

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28蓋亦略有此意。 

上述眾說中，「會通三教」、「重氣魄」與「狂」，是泰州後學常遭人批評之處，

是否即延續三王以來之傳承，我們將於後文討論；至於「教育淑世」一點，明代

                                                 
21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原教篇》（台北：學生書局，1984），頁 384。 
22 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哲學論集‧略論宋明儒學與佛學之關係》（台北：學生書局，1984），

頁 555。又如麥仲貴亦云：「如王心齋父子，即由『樂學歌』而言人心體之原涵有『學』

與『樂』之性，乃教人當下灑落自然，擺脫一切習氣格套，矯飾造作，而唯順應當下良

知心體之自然以行事。然此則不唯富有自然主義之色彩，而亦同時與禪宗之重從生活上

之隨機指點，所謂『禪機』者，相近而亦相通。故泰州一派之後學，其思想傾向禪學，

或由儒入禪者，亦大不乏人。」麥仲貴：《王門諸子致良知學之發展》（香港：中文大學

出版社，1973），頁 197-198。 
23 [明]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台北：華世出版社，1987），頁 703。 
24 曾昭旭：〈論唐君毅先生在愛情學上的先驅地位〉《鵝湖》32 卷 9 期（2007），頁

21。 
25 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頁 703。 
26 黃文樹：《泰州學派教育思想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論文，1997），頁

260。 
27 嵇文甫：《左派王學》，頁 1。 
28 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頁 703。 



 

泰州學派的早期風貌──淮南三王研究  127 

 
 
講學風氣興盛，除泰州學派外，其他宗派亦以講學方式傳播學說，因此不易將其

視為泰州特色之一。29於此之外，論學以百姓為對象、講究日用、提倡樂學、平易

通俗、良知現成蓋即一般認為最能代表泰州精神的特色了，這些特色亦均經王艮

標舉，而與王門其他學派所提宗旨明顯不同。王艮說： 

 

天下之學惟有聖人之學好學，不費些子氣力，有無邊快樂，若費些子氣力，

便不是聖人之學，便不樂。30 

不亦悅乎，說是心之本體。31 

學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聖人之道，不過欲人皆知皆行，即是位天地育

萬物把柄。不知此，縱說得真，卻不過一節之善。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

道，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32 

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33 

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34 

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學者有積疑見先生，多不問而解。有學者問

放心難於求。先生呼之即起而應。先生曰：「而心是在，更何求？」35 

良知之體與鳶魚同一活潑潑地，……要之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36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37 

 

此處所引王艮語錄，蓋即囊括了上述所說的泰州學風。其實在王艮以前，陽明未

                                                 
29 錢穆說：「王門有『講會』，乃當時一種社會運動。近人談王學者，率盛言泰州，不知江

右、浙中，其注意社會普及運動，較之泰州未必多讓，抑又有過者。」錢穆：《錢賓四

先生全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台北：聯經出版社，1994），頁 393。 
30 見[明]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據明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頁 321。 
31 同前註，頁 323。 
32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22。 
33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25。 
34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24。 
35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30。 
36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25。 
37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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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沒有這些主張。如陽明曾以「至善」、「知」、「定」、「天理」、「誠」、「良知」與

「樂」等等概念描述心之本體，38但王艮於其中特別詮釋「悅樂」這一條，並作「樂

學歌」傳世。強調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為道，亦由陽明啟始，39然王艮本人即布衣

出身，講學甚少論心談理，主要以平易的躬身自省為教，教人「愛人直到人亦愛，

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人亦信」，完全針對平民講學，較無士大夫氣息。引文

中提到以「呼之即起」印證「放心已求」，更是泰州後學最常用來警醒學人的教法，

羅近溪、周海門等人均常利用此法引導學生，和浙中的「保任一點靈明」及「調

息」，或江右的「致虛守寂」與「先養未發之中」比較起來，無疑更簡單平易，而

且能直入人心而引發共鳴。 

（二）王棟對泰州學風的發揚 

王艮之後，王棟、王襞講學均繼承了這些泰州特有的風格。王棟（1503─

1581），號一庵，他是王艮的族弟，自幼從父命習舉子業，但他認為舉業只是出身

的階梯，心學才是孔子正脈，遂毅然從學於王瑤湖，40後又與林東城一起師事王艮，

最後以發揚王艮格物之旨為終身志趣。王棟事親至孝，學問上強調躬行實踐，《年

譜紀略》記載他「毫不受私，致仕歸，清貧如洗，悅樂自如。」41他在文集中所透

露出的性格亦是穩重、謹慎而切實際的，和泰州人物給人的怪誕、任性氣質形成

對比，黃宗羲說周海門「埋沒一庵」，42現代學者錢明則認為當王棟在世時，即不

受同門認可，43這或許與他的文人背景有關。雖說如此，我們仍不應忽略王棟身處

泰州特殊的平民學風中，恪遵並發揚師說的事實。以「樂學」思想為例，王棟云： 
                                                 
38 分見[明]王守仁：《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台北：學生書局，1983）條 2 答徐愛（至

善與知）、條 41 答陸澄（定）、條 96 答薛侃（天理）、條 121 答志道（誠）之問，及《傳

習錄中》條 159 及 166 答陸原靜（良知與樂）。 
39 同前註，條 208「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40 瑤湖亦陽明學生，與王艮有交游。 
41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50。 
42 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頁 732，卷三十二載：「周海門作《聖學宗傳》，多

將先儒宗旨湊合己意，埋沒一庵，又不必論也。」。 
43 錢明引日本學者吉田公平之評云：「一庵的思想與當時思想界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

並指其主意說乃為修正王艮之學而提出，由於王棟企圖限止人心妄動，故對泰州甚至陽

明都有所修正。詳見錢明：〈王一庵的主意說及其對泰州王學的修正〉，《哲學門》第 2
卷第 2 冊（2001）。http://www.phil.pku.edu.cn/zxm/show.php?id=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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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心體，本自悅樂，本自無慍。惟不學則或憧憧而慮，營營而求，忽忽

而恐，戚戚而憂，而其悅樂不慍之體遂埋沒矣。故時時學習，則時時復其

本體，而亦時時喜悅。……可見聖門學習只是此悅而已。44 

有因過而悔甚者，眾以篤志稱之。曰：未也，夫其所以悔者，專為性道而

責志乎？亦未免為毀譽而求全也。先師云：「一覺便消除，人心依舊樂」，

此方是真悔真覺，流行不滯之真機。45 

一友覺有過，言愧悔不樂。曰：莫煩惱前頭失處，只喜樂今日覺處，此方

是見在真工夫。煩惱前頭失處尚在毀譽上支持，未復本體；喜樂見在覺處，

則所過者化，而真體已呈露矣。二者之相去不亦遠乎。46 

苟無和順悅樂胸懷，則其天理大公之體竟埋沒於自私自利物欲堆中，何處

出頭幹辦公事。故其汲汲行樂，蓋欲導養中和以立天地萬物之本耳。當時

孔子與點正是此意。47 

變化氣質本是後來效驗，今人皆作工夫用；悅樂心體本是見在工夫，今人

反作效驗看。二者辨之弗明，是耽擱了。48 

（反身樂學）亦只是一事。……事事反身以自誠則障礙不生而真樂在我，

所謂「學便然後樂」也；時時尋樂以為學，則天機不滯而反己益精，所謂

「樂便然後學」也。49 

同志中有終日遊歌笑舞，以為樂者，戒之曰：遊歌笑舞，固莫非行樂事件，

然若恣肆猖狂，太涉暴氣，反失天性中自在和平之真體。孔顏周程之樂，

都只無聲無臭，今日用閒，但覺忻忻、融融，無憂鬱煩惱處，即是樂也。
50 

 

這幾段文字記載王棟對王艮「樂學」的繼承與詮釋。試與王艮〈樂學歌〉對比，

王艮云： 
                                                 
44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51。 
45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59。 
46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59。 
47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70。 
48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82。 
49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83。 
50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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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人心

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後

學，學便然後樂。樂是學，學是樂。嗚呼！天下之樂，何如此學？天下之

學，何如此樂？51 

 

王棟以「同志之悔」為例，深入王艮所說「人心本自樂」的意義。他透露應以悅

樂體現心體是否夾雜私欲，也就是用「樂」來使包裹私欲的「悔」現形。這個詮

釋使得王艮的「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深刻化，讓人見到憂心忡忡不應是篤

志的心理狀態，「孔子與點」本欲表明大公之體呈現於外的乃是和順悅樂的胸懷。

此於教理上雖較王艮艱澀，但其實更能表達「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的現成

良知精義，故王棟直言「悅樂心體本是見在工夫」，並指出悅樂即是本體即是工夫，

而非效驗，使王艮所言樂的本體地位更加明確。其次，王棟說「反身樂學亦是一

事」，也將王艮淮南格物的宗旨與樂學思想聯繫起來，其實，《王心齋全集》收錄

〈樂學歌〉兩次，其中之一在歌後尚有評論云： 

 

使之明此良知之學，簡易快樂，優游厭飫，日就月將，自改自化而後已。

故君子之道以人治人，改而止。其有未改，吾寧止之乎？若夫講說之不明，

是己之責也。引導之不時，亦己之責也。……欲物正而不先正己者，非大

人之學也。52 

 

也證明了王棟的詮釋並無超出師說之處。最末段文字王棟比較了「恣肆猖狂」與

「自在和平」的不同，正是站在「反身樂學為一事」的立場上申說。王棟把握住

王艮「人心本自樂」的樂體要義，不論慮、求、恐、憂等心理狀態，都與悅樂之

體相違，「恣肆」與「悔甚」自是失卻中和之體的表現，皆可說是「埋沒於自私自

利物欲堆」。而若無反身為樂學之註腳，則王艮所倡之樂便可為狂蕩之藉口，和泰

州初傳之意何啻千差萬別。可惜後人引述樂學歌時，往往漏失王艮「正己」之意，

只於「簡易快樂，優游厭飫」中發揮，所以王棟對反身提掇最重，於泰州學術的

導正意味可見一斑。 

                                                 
51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59。 
52 王艮：《王心齋全集》，卷四（無編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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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學者因見王棟有此導正之意，遂謂其與泰州乃至王艮之學無傳承關係，53

前面既說明了王棟「反身樂學為一事」是延續王艮之意，下面再用「百姓日用是

道」與「簡易之學」為例，分析王棟與王艮的連繫。王棟云： 

 

鄙夫雖氣質凡庸，而良知本性未嘗不與賢知者等，故聖人必竭兩端而告

之。非但良知人人自明，抑道本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舉其至近，而遠者自

寓乎其中耳。54 

自心自性，自誠自明，不著商量，不煩意見。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

謂之智，既有所見便是妄心，妄非自誠，見非自明。惟百姓不落意見而日

用皆道，卻又由而不知，終身罔蔽。故君子之道鮮矣。君子誠明根於心性，

通乎晝夜而知，又何意見之有哉。55 

君子謂百姓日用是道，特指其一時順應不萌私智者言之，謂雖聖賢處此不

過如是。惟其冥然暗合，而不知其即此是道、是性、是聖、是賢，故轉眼

便作蹺蹊，非自私則用智，忽入於禽獸之域而亦不自知也，故與道合者纔

什一而背於道者恆什九矣。56 

自古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共此學，孔門猶然。考其弟子三千而身

通六藝者纔七十二，其餘則皆無知鄙夫耳。至秦滅學，漢興，惟記誦古人

遺經者起為經師，更相授受，於是指此學獨為經生文士之業，而千古聖人

原與人人共明共成之學遂泯沒而不傳矣。天生我先師崛起於海濱，慨然獨

悟，直超孔子。直指人心，然後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

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消息一朝復明，先師之功

可謂天高地厚矣。57 

學求易簡，古今名言，世多不識易簡宗源，只做草率疎略看。……吾人日

用間，只據見在良知爽快應答，不做滯泥、不生遲疑，方是健動而謂之易，

                                                 
53 如錢明認為「王一庵的主意說與其師心齋無任何學承關係。」並指出一庵於「樂學」「百

姓日用為道」「當下精神」「主意」等等部分都與王艮不同。錢明：〈王一庵的主意說及

其對泰州王學的修正〉。 
54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61。 
55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71。 
56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86。 
57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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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又只因物付物，不加一點安排意見，不費一毫勞攘工夫，方是順靜而

謂之簡。如此，卻與天地相似，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以易簡為名而只

草草便宜行事，何謬如之，先師一詩云：「莫因簡易成疎略」，蓋為斯人發

也。58 

 

在陽明提出「向內學習」的為聖之道以前，多數人認為學問是求博極於外的，陽

明既以「致良知」之學論述天下萬物之理皆備於一心之中，王艮便繼而闡述「學

是愚夫愚婦能知能行者」、「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

百姓不知便會失。」蓋有意將陽明常講述的「聖人之學」一變而為「百姓之學」，
59王棟繼志，詮釋王艮之意為「非但良知人人自明，抑道本愚夫愚婦可以與知」、「惟

百姓不落意見而日用皆道，卻又由而不知，終身罔蔽。」第三段更以「轉眼便作

蹺蹊，忽入於禽獸之域而亦不自知也。」說明百姓不知的弊端。不但再次確立「百

姓日用即道」，也提出了百姓亟需教育的原因。第四段王棟娓娓述說王艮願為大眾

立學的心志，使王艮鼓舞大眾向學並力倡師道的原委能廣為後人所知。值得注意

的是，王棟論學最特別的地方在於他提出的「誠意說」（詳見下節討論），許多學

者認為此說乃針對王艮、甚至陽明的不足而發，60我們不禁會疑惑：如果意為心之

主宰，工夫是誠意、慎獨、養其未發之中，61那麼代表泰州學風的「日用即道」或

                                                 
58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86。 
59 唐君毅說：「儒者之學，實際上仍初只及於士人。陽明之徒，亦大皆學而優則仕，仕而

優則學者。唯泰州之心齋為處士，其門下有陶匠樵夫，而泰州門下，更與九流三教之人

相接，而其對社會之影響，亦最為廣大，此乃昔所未有。」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原

教篇》，頁 383-384。 
60 如錢穆說：「一庵誠意慎獨之說，正可補救陽明良知學易犯之流病，使人回頭認識心體，

則不致作一段光景玩弄。……一庵對此處，則未見有所發揮，則慎獨之學，到底又不免

要轉入江右主靜歸寂的路去。」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頁

212。唐君毅說：「心齋師陽明，而終不易其格物之論，蓋自謂其格物之學，以足補陽明

之致知學之不足。一庵則繼此而謂當更有一誠意之學，是即以此誠意之學，補徒言致知

格物之學之不足也。」唐君毅：《唐君毅全集‧原教篇》，頁 474。 
61 王棟云：「誠意工夫在慎獨，獨即意之別名，慎即誠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

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

又云：「養其未發之中，亦即慎獨工夫也。」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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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現成」是不是還能成立呢？涵養未發會不會反而導入江右之說呢？錢明就

指出第三段引文中「君子謂百姓日用是道，特指其一時順應不萌私智者言之」二

句，是「對符合聖人之道的百姓日用做了嚴格規定，從而使心齋所謂的百姓日用

之道成為沒有自私用智，有別於人之自然本能的道德之性。」故推論王棟所說「百

姓日用」和王艮所云截然不同。62筆者以為似應反過來詮釋，王棟說「百姓日用是

道，特指其一時順應不萌私智者言之」正是指完全順應自然本能，而不含一點私

智的道德本性，故第二段引文說「不著商量，不煩意見」，即便是仁智意見亦屬妄

心。最末段也說：「只據見在良知爽快應答，不做滯泥、不生遲疑，方是健動而謂

之易。」王棟曾說： 

 

由仁義行，是自良知天性生機流出，不假聞見安排；行仁義者，遵仁義道

理而行，不由心生者也。一是生息於中，一是襲取於外，二者王霸聖凡之

別。63 

 

可見王棟實無意將百姓日用與天性生機做區隔，而是要與聞見道理劃清界線，完

全是為發揚現成良知而立說。近人見王棟批判「恣肆」非「悅樂」、「疏略」非「易

簡」，便推論他與王艮不契，進而曲解其闡述樂學、誠意的意義，不惟不識王棟，

更加不識王艮。實際上王棟誠意說乃源於王艮對心性的看法，王艮曾說「夫良知

固無不知，然亦有蔽處」，64如說王棟之「誠意說」乃對「百姓日用是道」或「現

成良知」做出限制，那麼王艮已有此意。至於可否如此論斷王艮、王棟，則留待

下節論述王艮學術宗旨時再談。 

（三）王襞開展下的泰州學風 

關於王棟與泰州學風扞格不入，還有他與王襞的差異最常為人述及。王襞，

號東厓（1511─1587），九歲即跟隨父親王艮遊學江浙，並在陽明的授意下師事錢

德洪（1496─1574）與王畿（1498─1583）。王襞亦深受父親王艮的影響，他和王

                                                 
62 錢明：〈王一庵的主意說及其對泰州王學的修正〉。 
63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65。 
64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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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不僅同門，也是叔姪的關係。王艮逝後，王襞始開門授徒，《年譜》載其「倡明

家學，後進悅服，即先公群弟子無不事先生若先公。」65六十四歲時曾受耿定向（1524

─1597）之聘，於金陵講授王艮格物宗旨。然黃宗羲評價王襞之學說：「細詳先生

之學，未免猶在光景作活計也。」66遂與王棟之「醇正深厚」形成兩極，二人屢遭

相較對比，67王艮之學因此被撕裂成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定調：「狂蕩」與「篤實」。

為釐清這個矛盾，我們先看王襞如何闡述「樂學」、「百姓日用是道」及「現成良

知」等等代表泰州學風的概念。 

王襞言「樂」最為人關注，黃宗羲對他的評價也與其說樂有關。王襞云： 

 

問：「學何以乎？」曰：「樂。」再問之，則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有

不樂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復其初而已矣。」「然則必如何而後樂乎？」

曰：「本體未嘗不樂。今曰必如何而後能，是欲有加於本體之外也。」「則

然遂無事於學乎？」曰：「何為其然也？莫非學也，而皆所以求此樂也。

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嘗言之也。」「如是則樂亦有辨

乎？」曰：「有。有所倚而後樂者，樂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則慊然若

不足也。無所倚而自樂者，樂以天者也。舒慘欣戚，榮悴得喪，無適而不

可也。」「既無所倚，則樂者果何物乎？道乎？心乎？」曰：「無物故樂，

有物則否矣。且樂即道也，樂即心也。而曰所樂者道，所樂者心，是床上

之床也。」「學止於是而已乎？」曰：「昔孔子之稱顏回，但曰『不改其樂』，

而其自名也，亦曰『樂在其中』。其所以喟然而與點者，亦以此也。二程

夫子之聞學於茂叔也於此。蓋終身焉，而豈復有所加也。」曰：「孔、顏

之樂，未易識也，吾欲始之以憂，而終之以樂，可乎？」曰：「孔、顏之

樂，愚夫愚婦之所同然也，何以曰未易識也？且樂者，心之體也，憂者，

心之障也，欲識其樂，而先之以憂，是欲全其體而故障之也。」「然則何

以曰『憂道』？何以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乎？」曰：「所謂憂者，非如

                                                 
65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48。 
66 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頁 719。。 
67 錢穆認為「大抵東厓之學，以不犯手為妙。……泰州學派由此遂如狂瀾之決，徐波石、

趙大洲、顏山農、羅近溪、何心隱、李卓吾輩打通儒釋，掀翻天下。……獨心齋弟子王

一庵於師門步趨不失，而醇正深厚抑有過之。」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中國學術思

想史論叢四》，頁 210-211。另可參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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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膠膠然役役然，以外物為戚戚者也。所憂者道也，其憂道者，憂其不

得乎樂也。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往不樂。而吾獨否焉。是故君子

終身憂之也，是其憂也，乃所以為樂其樂也，則自無庸於憂耳。」68 

 

王襞說「樂是心之本體」，如有不樂，便知已失心體原初狀態，則吾復其初而已。

問者遂問如何復初（如何而後樂）？王襞之答意謂並不存在「如何」（手段）的問

題，亦可說是正應斬斷向外尋求本體的企圖。問者質疑這與「不學」何異？王襞

便進一步解釋王艮「樂此學」「學此樂」的真義。他曾說： 

 

纔提起一個學字，卻似便要起幾層意思，不知原無一物，原自見成。順明

覺自然之應而已。自朝至暮，動作施為，何者非道？更要如何，便是與蛇

畫足。69 

 

王襞以為所謂「學」，其實是「順明覺自然之應而已」，一般人很難擺脫「學是要

向外學得某物」，「手段方法為第一要務」的想法，故於心學難入。王襞常說： 

 

從古以來只有一個學字不明，必待於外而循習焉，則勞且苦矣。寧知性本

具足，率性而眾善出焉，天命之也。70 

學者自學而已。吾性分之外無容學者。萬物皆備於我，而仁義禮智之性，

果有外乎。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之能事畢矣。71 

良知之靈，本然之體也，純粹至精，雜纖毫意見不得，若立意要在天地間

出頭做件好事，亦是為此心之障。王安石豈不是要做好事，只立意堅持，

愈執愈壞，了卒難收拾，況不好事？取敗立見。此成天下之務之機，可不

慎哉。72 

 

                                                 
68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74-675。 
69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52。 
70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51。 
71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52。 
72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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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襞所說的「無所倚而樂」、「無物故樂」，用意也是要引學者內觀，排除以見聞知

識、意見安排為學。況且他說的樂不是指一般的感官之樂，當心復歸原初狀態時，

不論所處環境為「舒慘欣戚，榮悴得喪」，心都感到自在悅樂，因為樂本身即是心，

即是道。唯有在心中無那幾層意思，甚至可說是「空」的狀態下，樂體才得以無

蔽自顯。常人不知「無倚」之為難事，僅以無「如何」之手段或「學止於是而已」

為憂，故「樂學」顯得突兀而吊詭。故問者又以「孔、顏之樂，未易識也，吾欲

始之以憂，而終之以樂，可乎？」追問，王襞先重申，他所說的「樂是心之本體」

不是只針對孔顏聖人，而是愚夫愚婦都可體驗到原初心境。再者，樂是心之本體，

憂卻是心之障礙，如何能以心之障礙企求復歸本體呢？王襞認為「終身之憂」、「憂

道」之憂實均無庸於憂。就如王棟曾提到篤志無庸「悔甚」一般，他們都認為凡

有加於本體者，不論所添者是世俗認為的好東西或壞東西，均是私智作祟。王棟

與王襞不同之處則在，前者每以「愧悔」與「恣肆」、「意見安排」與「草率疏略」

兩邊對比，說明心有所執則皆不是，乃以破除執著的方式來說明「空無」的真諦，

避免學者反執「空無」一端，並以「反身」為樂學之註腳，以求理論之周全。王

襞則直向「無加」、「無物」、「無倚」一邊論去，蓋「無」的一邊最難領會，王艮

論學首重平常簡易，故不在此處發揮，73王襞則試圖將此邊說得淋漓透徹。他和王

棟雖均得王艮意旨，亦無本質上的矛盾，然學術取向之輕重亦隱約可見。不僅「樂

學」，王襞在「百姓日用之道」與「易簡之學」「良知現成」等等論旨上都做如是

發揮。其云： 

 

良知即乾之體，剛健中正，純粹至精，本無聲臭，攙搭些子不上，更萬古

無有或變者也。不容人分毫作見、加意其間，自有本分天然之用。神觸神

應，原無壅滯，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的。蓋天命之性原自具足故也。此

中庸之旨，至易至簡，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而天地聖人有不能盡者，

所謂先天無為之學也。纔有纖毫作見與些子力於其間，便非天道，便有窒

礙處。故愈平常則愈本色，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74 
                                                 
73 然王艮學中並非沒有「無」的內涵，他亦曾說：「（善念不動，惡念不動）卻是中，卻是

性，戒慎恐懼此而已。」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41；他常強調「道」者「百

姓日用而不知」，亦是著眼於百姓「無思、無為、無意必、無固我、無將迎、無內外」

之處。王艮：《王心齋全集》，無編頁。 
74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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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學者用處皆是，而見處又有未融。及至見處似是，而用處又若不及，

何也？皆坐見之為病也，定與勘破。竊以為舜之事親、孔之曲當，一皆出

於自心之妙用耳，與饑來吃飯倦來眠同一妙用也。人無二心故無二妙用，

得此，豈容一毫人力與于其間，其以不及舜孔之妙用者，特心不空而存見

以障之耳。75 

鳥啼花落、山峙川流、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至道無餘韻矣。充拓得開則

天地變化草木蕃殖，克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76 

胸中不掛一絲纏，便有工夫閒打眠。堪笑世人甘受縛，不知瀟洒在何年。
77 

 

王襞將「道」從百姓日用的「飢食渴飲、夏葛冬裘、饑來吃飯倦來眠」拓展至自

然界的「鳶飛魚躍、鳥啼花落、山峙川流」，特別標舉心之妙用；又將現成良知的

易簡之道闡發成「無為之學」，強調「心要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有人認為

此乃受到王畿「無善無惡心之體」的影響，78然自王艮「自然天則，不著人力安排」

出發，亦可有此推論。王襞豪放不羈，自號「天南逸叟」，稱「鄙山野中人也，山

野中徜徉自樂，無所為不足斯可矣。」79筆者認為他論學風格之所以與王棟不同，

與其說是偏離王艮思想所致，不如說是二人個性不同所致。東厓集中亦不乏講述

脩身立本、正己物正之學處，此是王畿、錢德洪所不言處，詳見下節論述。 

三、王艮、王棟與王襞的論學宗旨 

 牟宗三並不看重王艮學說的哲學意涵，他認為「羅近溪是泰州派中唯一特出

者。」80的確，若僅由「樂是學，學是樂」、「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與「正

                                                 
75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53。 
76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50。 
77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700。 
78 如錢穆認為東厓之學「與其專說是泰州派，其實不如說是泰州與龍溪之合流，更為近情。」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頁 211 
79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59。 
80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台北：學生書局，1993），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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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物正」、「明哲保身」等教理來看，不僅缺乏形而上的深度，也很難羅織成有體

系的理論，故王艮哲學的宗旨也易被輕忽。王棟與王襞在王艮學說的精微度上都

做出貢獻，他們把「樂是心之本體」的體、用兩面涵義闡述得更加精確。然而王

艮之所以為一代宗師，陽明所謂「為斯人動」者，筆者以為尚不在以上所述之處。

與其說百姓日用、樂學思想、簡易平常代表了王艮思想，不如說那是順著他的論

學宗旨發展而成的特殊學風，王艮一生論學緊扣「萬物一體」立說，筆者認為此

乃王艮思想中最重要的綱維所在。 

（一）王艮學術宗旨—「萬物一體」說 

如同其他心學大師，王艮也有一段獨特的悟道經驗，發生在他尚未拜見陽明

之前，《年譜》載其「一夕夢天墜，萬人奔號，先生獨奮臂托天起，又見日月列

宿失次，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體洞徹，而萬物

一體，宇宙在我之念益切。因題其壁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在這

段「心體洞徹」的經驗中，他確立了「萬物一體，宇宙在我」的中心思想，終其

一生都未改變。〈鰍鱔說〉（一作〈鰍鱔賦〉）是王艮表述「萬物一體」思想的代

表作，其云： 

 

道人閒行於市，偶見肆前育鱔一缸，覆壓纏繞，奄奄然若死之狀。忽見一

鰍從中而出，或上或下，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周流不息，變動不居，若

神龍然。其鱔因鰍得以轉身通氣而有生意。是轉鱔之身，通鱔之氣，存鱔

之生者，皆鰍之功也。雖然，亦鰍之樂也，非專為憫此鱔而然，亦非為望

此鱔之報而然，自率其性而已耳。於是道人有感，喟然嘆曰：「吾與同類

並育於天地之間，得非若鰍鱔之同育於此缸乎？吾聞大丈夫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幾不在茲乎？」遂思整車束裝，慨然有

周流四方之志。少頃，忽見風雲雷雨交作，其鰍乘勢躍入天河，投於大海，

悠然而逝，縱橫自在，快樂無邊。回視樊籠之鱔，思將有以救之，奮身化

龍，復作雷雨，傾滿鱔缸，於是纏繞覆壓者，皆欣欣然有生意。俟其甦醒

精神，同歸於長江大海矣。道人欣然就車而行，或謂道人曰：「將入樊籠

乎？」曰：「否。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將高飛遠舉乎？」曰：

「否。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然則如之何？」曰：「雖不離於物，亦

不囿於物也。」因詩以示之曰：「一旦春來不自由，遍行天下壯皇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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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物化天人和，麟鳳歸來堯舜秋。」81 

 

此文以鰍鱔為例，表達世間萬物均共存亡的形上思想；萬物間雖偶有助益於彼，

亦非刻意為之，僅是自率其性、自得其樂而已，因而不需求回報也不應求回報。

這種學無所為的想法，看似接近道家一切均為無目的性的造化安排的思路，其實

發抒的卻是孔子「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82的精神，所以才會有「大丈夫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結論。王艮萬物一體的形上思想表現

在倫理學上，形成「不離於物，亦不囿於物」的觀點。「不離物」發展而為他的入

世精神；「不囿於物」則展現為率性而無繫於物的灑脫。總體而言，王艮關於入世

部份提倡的多，無繫的部份著墨較少。王棟篤行，並且強調不執著，試圖在不離

不囿兩端平衡發展。王襞則多發抒不囿於物的部分，也就是自然無繫的觀點，但

他偶而也講述王艮的入世哲學，可見他和王棟都認為這兩邊本是不衝突的。 

下面我們先看王艮的闡述： 

 

夫既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一夫不獲其所，即己之不獲其所也。是故人人

君子，天地位而萬物育，此僕之心也。83 

相勉於仁，惟恐其不能遷善改過者，一體相關故也。……于此觀之，人不

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

不信可知矣。君子為己之學，自修之不暇，奚暇責人哉？……夫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一物不獲其所，即己之不獲其所也，務使獲所而後已。

故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萬物育，此予之志也。84 

若說己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君子則不然，攻己過，無

攻人之過，若有同於己者，忠告善道之可也。85 

 

這兩段文字乃王艮對〈鰍鱔說〉中「不離物」的具體說明。由於萬物一體的緣故，

                                                 
81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59-360。 
82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微子》（台北：長安出版社，1991），頁 184。 
83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49。 
84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34。 
85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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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下「一夫不獲其所，即己之不獲其所」的志向，更將學術明確定位於「為己

之學」，亦即「自修之不暇，奚暇責人」的範圍內，充分發揮「宇宙在我」的精神。

自孔子論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86以來，未有比陽明學更迫切需要闡

述這個道理的了，因為既以「良知」將行為規範內化，那麼道德自律便更顯重要，

如果心學淪為一種道德批評理論，則學者各以己之心證作為相互攻訐的利刃，不

僅毫無意義，也非陽明提出致良知的本意。可惜試圖以良知本體作為辯證對象的

人仍然不少，87王艮則甚少參與這種哲學辯論，反而常常提出「為己之學」來收攝

學生心性。由於他也是倡言現成良知的始祖之一，在「而今只有良知在，沒有良

知之外知」88的前提下，範圍「此知」反省的對象正是自己而非他人，對於泰州學

派而言便更顯重要。 

由「萬物一體」與「宇宙在我」出發，王艮提出「淮南格物」的道理，即所

謂「正己物正」的修身方式。他說： 

 

或問格字之義。先生曰：「格如格式之格，即後絜矩之謂。吾身是個矩，

天下國家是個方，絜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

卻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大學首言

格物致知，說破學問大機括，然後下手功夫不差，此孔門家法也。89 

格物然後知反己，反己是格物的功夫。反之如何？正己而已矣。反其仁治

敬，正己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己而物正也，然後身安也。知明明

德而不知親民，遺末也，非萬物一體之德也。知明明德親民而不知安身，

失本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亦莫之能親民也。知安身而不知明明德

親民，亦非所謂立本也。90 

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此合外內之道也。于此觀之，不愛人，不仁可知

矣。不信人，不信可知矣。故愛人者人恆愛之，信人者人恆信之，此感應

之道也。于此觀之，人不愛我，非特人之不仁，己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

                                                 
8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55。 
87 如龍溪與緒山的「四有、四無」之辯；龍溪與雙江的「致知議辯」；許敬菴與周海門的

「九諦九解」之辯等。 
88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62。 
89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37-338。 
90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38。 



 

泰州學派的早期風貌──淮南三王研究  141 

 
 

我，非特人之不信，己之不信可知矣。91 

 

「淮南格物」是一種十分素樸的修身理論，從最基本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做起，更要積極的「以己度人」，從「己之所欲」推知「人之所欲」，然後去實踐

符合此人我之情的行為，如愛、敬、孝、慈等等，然後才能期許他人也以相同的

道德法則來對待自己。簡單地說，「以身作則」即是淮南格物的要旨。王艮此說雖

似有以他人態度作為檢驗自己行為是否完善的傾向，如云「人不愛我……己之不

仁可知矣」，但另一方面也可見出他的現成良知主張，因為不管強調以己身為矩，

或以他人之愛惡作為自我要求的標準，都隱含了道德內化於每個人的天性中，所

以他也說「吾身是個矩」、「正己而物正」。大抵王艮論學，以身為本，以天下國家

萬物之得治為目標，他所闡述的〈明哲保身論〉也是在相同前提下闡述的道理，

其云：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

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

敢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

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

一體之道也。以之齊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

一家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此仁也，所謂

至誠不息也，一貫之道也。人之所以不能者，為氣稟物欲之偏。氣稟物欲

之偏，所以與聖人異也。與聖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身而

已矣。如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將報我，則吾

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知本末

一貫者也。……故君子之學，以己度人。己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己之

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必

至於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後已。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

之道也。故孔子曰：敬身為大。孟子曰：守身為大。曾子啟手啟足，皆此

意也。92 

                                                 
91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34。 
92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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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羲曾批評王艮安身、保身之論云：「無乃開一臨難苟免之隙乎？」93王棟則早

已為王艮辯說：「吾儒保身只要戰戰兢兢，以全歸為免，盡道而死，順受其正。今

長生之術，大都怕死。……先師論明哲保身，不出愛人敬人而止，安有此異端作

用。」94扣緊愛人、敬人來說「明哲保身」，的確是王艮本旨。又有人質疑陽明多

說「良知」，為何王艮獨提「修身」呢？王棟解釋道： 

 

何明翁當日只說致知，直待心翁繼之始詳示格物要旨，以為初學下手第一

功課？曰：明翁原不從大學經文條分句解，只緣先儒釋致知為知識之知，

因以格物為窮究物理，遂使無限英雄莫不學以窮理為急，終身耽擱無路出

頭。天生我陽明夫子，一朝默悟此一知字不從聞見外來，乃是天德良知性

所自有，所謂致知，致此而已。此一知字既明，更不消復討聞見知識，而

格物之非窮理不待辨矣。然奈何不善學者又或只以尋常任氣作用誤認良

知，往往知以良知責人，而不知自己之知已先虧缺，故我先師為人挑出古

人格物真旨。95 

先師原初主張格物宗旨，只是要人知得吾身是本，專務脩身立本而不責人

之意，非欲其零零碎碎於事物上做商量也，夫何疑哉。96 

 

依王棟之意，王艮所以強調「格物」，一方面是回歸大學古本的正解，另一方面是

由於時代環境的不同。陽明的時代要扭轉的是「向外求學」的弊端，王艮的時代

則是要藉以身立本，強化「為己之學」的核心地位，所以於致知之外需別提修身。 

（二）王艮的修身工夫－以「良知」為本，「多識前言往行」為輔 

上文中，王棟其實也點出一個關鍵，也就是一般人「以尋常任氣作用誤認良

知」的問題，值得說明的是，他並非率先重視這個問題的泰州學者，而是追隨王

艮加以鋪陳而已。王艮曾在給錢緒山的信中說： 

 

                                                 
93 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一》，頁 711。。 
94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91。 
95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80。 
96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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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倡道京師，興起多士，是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非先生樂取諸人以

為善，其孰能與于此哉？近有學者問曰：「良知者，性也，即是非之心也。

一念動或是或非，無不知也。如一念之動，自以為是而人又以為非者，將

從人乎，將從己乎？」予謂：良知者，真實無妄之謂也。自能辨是與非。

此處亦好商量，不得放過。夫良知固無不知，然亦有蔽處。如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而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齊王欲毀明堂，而孟子

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若非聖賢救正，不幾于毀先王之道乎？ 

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而求以明之，此致良知之道也。觀

諸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則可見矣。然子貢多學而識之，夫子又以為非者，何也？說者謂

子貢不達其簡易之本，而從事其末，是以支離外求而失之也。故孔子曰：

「吾道一以貫之。」一者，良知之本也，簡易之道也。貫者，良知之用也，

體用一原也。使其以良知為之主本，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為之蓄德，則何多

識之病乎？昔者陸子以簡易為是，而以朱子多識窮理為非，朱子以多識窮

理為是，而以陸子簡易為非。嗚呼！人生其間則孰知其是非而從之乎？孟

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簡易之道也。充其是非之心，則知不

可勝用而達諸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矣。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嗚呼！朱陸之辨，不明于世也久矣。昔者堯欲治水，四嶽荐四凶。

堯曰：「靜言庸違方命圯族。」既而用之，果至敗績。四嶽不知而荐之，

過也。堯知而用之，非仁乎？不能拂四嶽之情，捨己之是而從人之非，非

至仁者不能與于此也，是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岳曰：「允子朱啟明。」

堯曰：「嚚訟可乎？」是以不得舜為己懮，不特仁乎天下，亦仁于丹朱也。

舜即受堯之禪而又避位於堯之子，使當時之人皆曰：「吾君之子而立之。」

不幾于失堯仁丹朱之心乎？不特失堯仁丹朱之心，亦失堯仁天下之心也，

此是非之又難明也。舜受堯之禪是也，而又不忍逼堯之子于宮中而避之。

避之者，遜之也。是故順乎天而應乎人，皆由己之德也。孔子曰盡善又盡

美，是非明矣。故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此先師所

謂致知焉，盡矣。鄙見請正，高明其裁示之。97 

 

                                                 
97 王艮：《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頁 35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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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中王艮提出以「現成良知」為主，以「多識前言往行」為輔的工夫論。

王艮先說「良知者，真實無妄之謂也，自能辨是與非。」這是陽明晚年確立的現

成良知宗旨，王艮亦奉行無疑。但他接著說：「夫良知固無不知，然亦有蔽處。」

為什麼「真實無妄」中「亦有蔽處」呢？為解釋這個觀點，王艮舉了當孔子與子

貢、孟子與齊王意見不同時為例，說明當人面對爭訟時，「自信己心」便無法成為

行事的判準了，他認為此時應從先覺古訓中尋找資源，故於「良知固無不知」的

轉語後，緊接著說「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而求以明之，此致良

知之道也。」然此點陽明已作過澄清，他說：「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

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

念之真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98王艮自亦深知此點，所以他整合兩

者而後說，只要把握易簡之本，以良知為主宰，再輔以多識前言往行，作為累積

德行的方式，就成為調和朱陸衝突的良方，也能救正良知有蔽時，各說各話困境。

此段文字顯示出王艮認為一般人一味自信良知是會產生問題的。前面也曾提到，

他的「淮南格物」思想含有「以他人態度來檢驗自己修養成效」的成分。這些都

是他在「現成良知」之外，針對時弊所提出的救正之方。他之所以於陽明「致知」

外，又提出「格物」；於時人喜談的「靈覺」外，提倡「修身」，不啻是對「現成

良知」在實際運用上的一劑針砭。季芳桐說：「有人認為王艮是重視良知現成，這

並不錯。但良知現成，不是指良知圓滿，只是意味著先天具有。由於並不圓滿，

所以需要工夫，需要『淮南格物』論作指導。」99這個論點頗能解決王艮既說良知

現成，又說良知有蔽的困境。然而仔細深思，此「先天具有卻不圓滿的現成良知」

在陽明思想體系下似仍是個弔詭的論述，陽明曾明確揭示「人人自有，個個圓成」
100是良知的必要條件，似無模稜兩可之處。 

筆者傾向認為王艮在追隨陽明之前，已初步建立自己的學術主張，他尊崇古

聖先賢、講究古禮舊訓，以及提倡萬物一體的思想都是未見陽明前即已成形，中

年時所以融入「良知」說，是因為他肯定人人都有一內在固有的道德意識，亦即

陽明所說的「良知」。但在陽明的闡釋下，「良知」是當下自足，人人圓成的。對

                                                 
98 王守仁：《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條 139。 
99 見周琪主編《泰州學派國際學術研討論論文集‧試論王艮的淮南格物》（江蘇：古籍出

版社，2002），頁 115。 
100 王守仁：《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條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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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而言，堪做道德準則的知體，卻是本有而未必現有的，換句話說，王艮其實

認為良知是在格物工夫之後才可能完滿。所以嚴格說來，王艮學於良知教中當屬

別傳，不為正宗。本體論是一門哲學最重要的基礎，王艮本意原不在論述「良知」

本義，只是藉陽明良知教的說法來闡述自己所宗的《大學》格物思想，不論他本

人有無自覺，他所開展出的「淮南格物」、「明哲保身」等理論都不直接源於良知

教。101因為他的學術始終未向形上本體深入，而轉往百姓日用開展，故「悅樂心

體」與「正己物正」可以並陳而無礙，「自然天則」與「多識窮理」亦能兼容而並

蓄。王艮給錢緒山的信中，透露出他關懷的課題本不在「本體」上，而在「自身

與世界的關係」（萬物一體）以及「如何由自身出發，改善此一群體關係」（為己

之學）之上，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皆由己之德也。」甚或是「捨己之是而從

人之非，非至仁者不能與于此也！」均是以此關懷為原點所抒發的感想。他於信

末詮釋陽明「致知」意涵時，以「盡善又盡美」作為「是非明矣」的依據，凡事

以群體和諧為重的用心可見一斑。對王艮而言，論學的目標就是以己身之力去促

成此和諧。 

今人論述王艮學術時，多延續黃宗羲對泰州人「赤手摶龍蛇」的評論，認為

王艮更甚陽明，將個人意志推向了高峰。如楊國榮曾以「宇宙在我」詮解王艮的

「萬物一體」論，進而下判斷說： 

 

要而言之，泰州學派在發揮王陽明注重個體意志這一面的同時，基本上撇

開了王氏以普遍之理制約個體意志之說，從而在志（意）知之辨上將王學

引向了唯意志論。泰州學派的唯意志論以蔑視必然之道與貶抑理性為主要

特點，在理論上帶有明顯的非理性主義色彩。……一旦脫離了以必然之理

為內容的理智的制約，則意志勢必蛻變為盲目的衝動，而後者又往往將轉

                                                 
101 王艮初聞良知時，曾云：「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

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是天以某與王公也。」故任文利說：「陽明弟子中，王艮是

半路出家的。謂之『半路出家』，是說王艮師從王陽明，是帶著『成見』來的。此『成

見』就是其『淮南格物說』，王艮雖為王陽明所折服而執弟子禮，但於此『成見』始終

沒有放棄。」任文利：《心學的形上學問題探本》，（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頁

164。今日於《心齋集》中亦罕見其探討良知本體的論述，與江右或王畿等幾位陽明第

一代弟子十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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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某種破壞性的力量。102 

 

筆者認為這種說法無法兼顧王艮樸實的工夫論，亦未見到王艮救正「現成良知」

的苦心。甚者更將王棟的「意為心之主宰」亦引伸為「唯意志論」的一系列論述，
103這也是未深入王棟學說的結果，詳見下節論述。 

（三）王棟的「誠意」說—回歸王學的自覺體證工夫 

王棟是個典型的教育家，他和王艮一樣都極推崇《大學》循序漸進的修身步

驟。而且在理論的細微度上，他的要求比王艮更縝密嚴格。前面曾提及有學者認

為王棟的「誠意」說顯示出他背離了王艮，其實「誠意」說正是用來協助王艮解

釋「良知有蔽」的困境的。畢竟「多識前言往行」易讓人和朱學聯想在一起，為

使王艮學術向良知學靠攏，唯有另闢途徑。以下先看王棟對「良知有蔽」的看法，

其云： 

 

有辨於予者曰：既是良知自明，何俟學術透漏？曰：夫人性體雖一而氣質

不同，故夫高明善學之士，但一收攝精神，內觀本體，則其天性虛靈，精

粹皎潔，而良知真竅自與聖賢同明，由此涵養充拓，知性知天，更有何事。

此明翁專以良知教人之本旨也。若中人以下一時未能洞識真體，則其方寸

之中，恍惚疑似，雖有知覺而氣質習染見聞情識皆能混之。故必有格物工

夫，體認默識，方是知至，方是真正良知，此則大學詳為學者立法而先師

復主格物之本旨也。予每說學，必使從格物認取良知以此。104 

 

時人問道，既然說良知現成，為什麼還要研究學術呢？王棟於是將王艮的「良知

有蔽」說作更進一步的闡明。他認為工夫上需分別「高明善學之士」與「中人以

下」的不同，前者適用良知自明之說，是陽明論學的對象。但後者之心遭氣質習

染，僅存知覺而已，105所以必須先作體認默識的工夫，才能認得真正良知，王棟

                                                 
102 楊國榮：《王學通論—從王陽明到熊十力》，（上海：三聯書店，1990），頁 133。 
103 同前註，頁 131-132。 
104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79。 
105 王棟認為一般人的心僅存知覺，其論點還有：「孩提赤子無不知愛親敬長，則是不由學

慮而知，仁義之良，故謂之良知。長而漸生乖智，則便喪失其良，所存唯是知覺，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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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即是王艮所主的格物工夫。這段話有兩個要旨，其一是他和王艮都認可陽

明所說的「知性知天」、「與聖賢同明」的良知存在於人心之中；其二是一般人心

中未必皆具備此真知，必須用工夫來導正氣質，回復真知。至於導正的方法，王

艮曾以「正諸先覺，考諸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而求以明之，此致良知之道也」為

教，王棟則說「必有格物工夫，體認默識，……（此）先師復主格物之本旨也。」

他們顯然都以己意修改了「先師」的工夫論。王棟的「體認默識」即是他常提的

「誠意」說，其內涵為： 

 

舊謂意者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竊疑念既動矣，誠之奚及？蓋

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應，

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謂心無主宰，賴意主之。自心虛靈之中，確然有主者，

而名之曰意耳。大抵心之精神，無時不動，故其生機不息，妙應無方。然

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動者。所謂意也，猶俗言主意之意。蓋意

字從心從立，中間象形太極圈中一點，以主宰乎其間，不著四邊，不賴倚

靠。人心所以能應萬變而不失者，只緣立得這主宰於心上，自能不慮而知。

不然，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聖狂之所以分，只爭這主宰誠不誠耳。若以

意為心之發動，情念一動，便屬流行。而曰及其乍動未顯之初，用功防慎，

則恐恍惚之際，物化神馳，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聖門誠意之學，先天易

簡之訣，安有此作用哉！106 

 

檢視王棟的所有言論，均不出王艮論學範圍，唯有「誠意」一說乃是王艮所未發

者，他所謂的誠意工夫，是指在念頭未發之前戒慎嚴敬、涵養默識的工夫。107這

和王艮的「多識前言往行」工夫相比，顯然又回到自覺體證的王學軌轍上。但王

棟仍認為「誠意」是「格物」工夫的必然發展。108他在舉出「誠意」可以彌補「致

                                                                                                                             
可指為良知者也。今人只以不待思量，自生知見者，一切認為良知，而不論其所知所見

為何物，奚翅千里。」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97。 
106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54-55。 
107 王棟云：「誠意工夫在慎獨，獨即意之別名，慎即誠之用力者耳。……獨在《中庸》謂

之不睹不聞，慎在《中庸》謂之戒慎恐懼。故慎本嚴敬而不懈怠之謂，非察私而防欲者

也。」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83。 
108 王棟曾解釋「誠意」與「格物」的關係云：「問：『物格知至既云修己立本，何復有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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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缺漏時，也顯示出他和王艮一樣，都認為「現成良知」在實踐或教學上有

其困難，王棟曾表示「致良知」是不合邏輯的說法，「致知」才有意義，109因為知

既已良，即沒有作工夫（致）的必要。其實陽明說良知時是從知體本身的自然具

足，而稱其為良，故「知」即「良知」，110而「致知」則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

物物」111的意思，「致」並不是使「知」回復到「良知」的一種有為工夫，與王艮

說的格物之「格」，王棟說的誠意之「誠」均無法類比。總之，王艮、王棟評判「自

心」良或不良的標準必須配合後天的行為表現而定，當王棟說「良知自是人心寂

然不動、不慮而知之靈體」時，那良知並非人人本有、自然活潑的知體，而是寂

然不動，具有主宰意義的「意」體。而追究他們所以修正陽明良知義的原因，主

要是後學弊端所致，王棟曾批評當時泛言「良知妙用」的後果是： 

 

凡今之不肯精細入思、從容中道，而但任氣作用、率意徑情且侈然號於人

曰：「吾自良知妙用矣，管甚人是人非，吾自天性流行矣，管甚無破無綻。」

少循規矩則謂之拘執道理，少盡報施則謂之陪奉世界。凡若此者，謂非告

子不求於心，不求於氣之學乎？112 

                                                                                                                             
工夫？』曰：『物格知至方纔知本在我，本猶未立也。故學者既知吾身是本，卻須執定

這立本主意，而真真實實反求諸身，強恕行仁，自修自盡，如此誠意作去，方是立得這

本，若只口說知本在我而於獨知之處尚有些須姑息自諉、尤人責人意念，便是虛假，便

是自欺。自欺於中必形於外，安得慊足於己而取信於人乎？故誠意二字正吾人切實下手

立本工夫，方得心正身修，本可立而末可從也。』」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80-81。 
109 王棟說：「明翁是於孟子不慮而知處提出良知二字，指示人心自然靈體。與大學致知不

同，大學教人當止於至善，則其本末始終一先一後之辨，宜必有體認工夫，方能知到極

處。非以良知有所不足而以是幫補之也，特人氣稟習染有偏重，見聞情識有偏長，故必

有格物之學，體認而默識之，然後良知本體潔淨完全，真知家國天下之本實係自脩其身，

而主宰確定，則誠意工夫方始逼真，蓋立本之知既已昭明而不惑，則反身之念亦自真實

而不欺矣。……若明翁所指之良知，乃是大人不失赤子之知，明德渾全之體，無容加致

也。蓋物格而知至方是識得原本性靈無貳無雜，方可謂之良知。若復云致豈於良知上有

增益乎，故謂致知則可，謂致良知則不可。」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52。 
110 王守仁：《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條 8：「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

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 
111 王守仁：《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條 135。 
112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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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棟嚴斥「任氣率意」，與王艮要人「正諸先覺，考諸古訓，多識前言往行」之用

心實無二致，故我們於前言中曾說泰州源頭與「情識而肆」、「狂蕩」或「極左派」

等評語極難扯上關係。反觀陽明大倡「致良知」時曾說：「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

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113陽明強調儘管「致知」可能產生弊病，但是

救正的方式還是僅能在「致知」上用力，所以他將一生論學的要旨盡歸於此三字

真訣，而與王艮、王棟有別。 

（四）王襞的「率性脩道」說—後世狂蕩學風的肇端 

與王艮、王棟相比，王襞的學說顯得較無轉折，他提倡的現成良知正是人人

自有，個個圓成的。然而，若要指出泰州學派狂蕩學風的肇端，王襞似難辭其咎。

先看王襞在泰州派中扮演的角色，他遵循王艮的「樂學」、「日用即道」與「萬物

一體」等說法，將形上本體擴充到日用、萬物之體，再由萬物之體回溯人性，開

啟了泰州派講自然人性114的風氣。如云： 

 

良知本性天之靈而粹精之體也。誰其弗具，誰其弗神。115 

竊以為舜之事親、孔之曲當，一皆出於自心之妙用耳，與饑來吃飯倦來眠

同一妙用也。116 

良知在人，隨處發見，不可須臾離者。只為世誘在前，起情動念，自幼便

染污了，應接之間，不免牽引迷溺之患。所嗜所欲，沾貼心目間，伊川先

生所謂開眼便錯，攪攪擾擾全做主不得，豈不為天下之大蠹乎。非良知之

病也！117 

諸公今日之學不在世界一切上，不在書冊道理上，不在言語思量上，直從

這裡轉機向自己，沒緣沒故，如何能施為作用、穿衣喫飯、待人接物、分

青理白，項項不昧的？參去參來、參來參去，自有個入處，方透得個無邊

無量的大神通受用，此非異學語，蓋是爾本有具足的良知也。（寄會中諸

                                                 
113 王守仁：《王陽明傳習錄詳註集評》，條 136。 
114 即完全順應良知的明覺感應，行為自然呈現，不加造作的之學風。 
115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51。 
116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53。 
117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50。 



 

150  文與哲．第十三期 
 

 
友書）118 

 

由王襞論良知「誰其弗具，誰其弗神」可以看出，他未曾受困於「良知有蔽」及

「如何救蔽」上，這是他和王艮、王棟不同的地方，他的學說乃偏向王艮論萬物

一體時「不囿於物」的一邊，談論自然造化與人性的關連時，王艮不亦云「自然

天則，不著人力安排？」當王襞觸及情欲混淆知體的情況時，他闡說的方式是直

承陽明的致良知教法，他認為情欲「非良知之病也」，而且摒除世誘之方亦唯有「轉

向自己的良知」一途。至於要如何「轉向」？王襞並未申論，我們亦無從見其實

踐上的深度，故黃宗羲說他是「猶在光景作活計」。因此王襞雖無良知現成與良知

有蔽的困境，卻存在歧出父叔與工夫疏略的質疑。其實在王襞《文集》裡，也有

王艮「淮南格物」以及正己物正的修養工夫的痕跡，如云： 

 

聖學只在正己做工夫，工夫只在致中和而已矣。舍本而末上致力，如之何

其能位育而止至善也哉。《中庸》、《大學》，一旨也，若離家國天下而學則

知便不致、意便不誠、心便不正，總不能脩身以立本也。故其功歸于格物。
119 

脩身也，立本者也。知立本以齊治平，則所謂致知也。120 

 

這些言論又與王艮、王棟所言無異。《年譜》也記載他於父親逝後，倡明家學，並

多次應學者之邀，發明王艮「格物宗旨」。故脩身之學雖非王襞學說中首重者，然

他認為這些教法與他常言的「良知妙用」並無衝突，亦顯明可見。王襞曾歸納王

艮的學術歷程如下，或許我們可藉之一窺他與王艮的異同處。王襞說： 

 

愚竊以先君之學有三變焉。其始也不由師承，天挺獨復。會有悟處，直以

聖人自任，律身極峻。其中也見陽明翁而學﹝木尤﹞純粹，覺往持循之過

力也。契良知之傳，工夫易簡，不犯做手，而樂夫天然率性之□，當處受

用，通古今於一息，著樂學歌。其晚也，明大聖人出處之義，本良知萬物

                                                 
118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63。 
119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50。 
120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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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之懷，而妙運世之則，學師法乎帝也，而出為帝者師。學師法乎天下

萬世也，而處為天下萬世師。此龍德正中而脩身見世之矩，與點樂偕童冠

之義，非遺世獨樂者侔，委身屈辱者倫也。121 

 

王棟則歸納師說如下： 

 

先師樂學歌，誠意正心之功也；勉仁方，格物致知之要也；明哲保身論，

修身止至善之則也；大成學歌，孔子賢於堯舜之旨也。理會此四篇文字，

然後知先師之學，而孔孟之統燦然以明。122 

 

根據王襞的說法，王艮見陽明後契合良知之說，而將工夫易簡、不犯做手、當處

受用的心得歸結於〈樂學歌〉中。但其後思想又有轉折，因萬物一體之道而倡師

道、修身，王襞解釋此乃為曾點入世之樂的境界表現，似是樂學思想的進一步發

展。王棟的分析則提示了〈樂學歌〉之外的學術重點，如格物（〈勉仁方〉）、保身

（〈明哲保身論〉）、師道（〈大成學歌〉）等。特別的是，他分析王艮學統不從良知

教著眼，而直接上承孔孟之統；他所見的王艮哲學幾乎完全本著《大學》開展，

而未提良知、易簡一字。對於師說，王襞與王棟所見所重者如此不同，筆者以為

王棟之於王艮乃亦步亦趨之追隨，走的是《大學》的修身路線；王襞則以己意詮

釋王艮，看似回到陽明的良知路線，卻又埋下揚棄天理制約的思想種子，為之後

的泰州派開出另一條道路。 

四、結論 

一般研究泰州學術時，多以重視百姓日用、狂蕩疏略為普遍印象，表面上看

來雖似沒有爭議，深究後始發現這種定論存在許多的矛盾。例如王艮傳人中有王

棟的篤實，又有王襞的不羈；王艮論樂云不費絲毫力氣，卻又格外重視脩身正己；

談現成良知時應強調自信己心，王艮學中卻有「以人度己」的成分。這些問題使

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泰州學派的定位問題，其中又以釐清淮南三王的學術宗旨為

                                                 
121 王襞：《東厓王先生遺集》，頁 654。 
122 王棟：《一庵王先生遺集》，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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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提出王艮學說乃以「萬物一體」為宗旨，樂學、淮南格物、明哲保身、

重視日用等等均由此處發揮而來。王艮雖自認是陽明傳人，實際上他大力發揚的

是《大學》精神，對《孟子》體系中的良知本體義提掇甚少。後人僅從日用、簡

易、樂學等末處斷章取義，認為王艮這些說法奠立了後世「不學」的基礎，必須

為「狂蕩恣肆」負起責任。其實乃是忽略了王艮強調「為己之學」的事實，王艮

重視格物修身，博學篤行，這些才是他談百姓日用、簡易樂學的真正根源。 

相較之下，王棟論學較為嚴謹，他似乎看出後人對王艮的誤解，因此詳加闡

述王艮的宗旨，特別是在工夫論這一環，他提出「誠意」說來將修身工夫拉回自

覺體證的王學路徑上。今日我們之所以對王艮的精神意趣重新檢視，也是因為王

棟學術在泰州中獨樹一幟，而他又言必稱先師的緣故。王棟對王艮諸說都有深刻

的說明，或許是因為王艮論學的對象是百姓，所以講學以簡易為優先，若無王棟

提點出許多思考脈絡或中心關懷，則我們對王艮之瞭解，恐怕會侷限於資料的表

面而已。 

王襞對王艮學說的發揮，則讓泰州步入一全新的境地。雖然王襞對父叔之說

並無自覺的差異，然而由於性格的緣故，他在說明本體內在毋須外求時，由「不

囿於物」跨出一大步而往「空」「無」走去，又沒有工夫輔成，便間接導致了泰州

後學的歧出，變成本體現成，工夫亦現成的狂蕩學派，使王艮蒙受諸多批評。然

而王襞自然人性的觀點，卻對後來的羅汝芳具有啟蒙的作用，推動了心學中另一

股風潮。筆者認為，王艮與羅汝芳同是泰州學派的靈魂人物，然而除了同時講述

「百姓日用之學」，及藉王襞的自然人性觀點拉起一線連繫外，本體論和工夫論上

都不太相同。近人論及泰州「會通三教」的特色，應是羅汝芳之後才有的風潮。 

後世研究泰州傳承時，王艮後多直承徐樾、顏山農、何心隱等布衣之士，強

調其豪俠精神。王艮的思想體系既不受重視，王棟與王襞的闡述亦相對不明於世。

他們兩人皆具文人身份，在以布衣論學著稱的泰州學派中同遭後人忽視，123但是

他們都有文集流傳，就資料上來說，反而是我們認識王艮學說的重要橋樑，也是

釐清泰州早期學術風貌的關鍵人物，值得重視。 
 

                                                 
123
 如彭國翔說：「如果以王艮作為泰州學派開創者的話，其中的確有一條傳承的線索，即

王艮→徐樾→顏鈞→羅汝芳→楊起元。」彭國翔：〈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

相關問題之檢討〉，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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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aizhou  
School—A Study of Wang Gen, Wang  

Dong and Wang Bi 
Huang, Shu-Li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ast studies, emphasizing daily life and neglecting moral conduct 

is the general impression of Taizhou School. This conclusion seems undoubted but 

actually contradictive. For example, Wang Gen– the founder of Taizhou School–said 

study itself shall be happy and effortless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demanded strict 

self-scrutiny. Among Wang Gen’s students, Wang Dong emphasized real moral 

practice while Wang Bi claimed unconstraint of human nature. Wang Yangming said 

natural moral conscience guides our behavior, but Wang Gen asserted external moral 

principle is safer for an initiate. These issues urge us rethinking the character of Taizhou 

School. To clarify Huainan Wangs’ (i.e. Wang Gen, Wang Dong and Wang Bi) 

thinking then becomes the critical task.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ir researching focus 

and academic connection. We conclude that different from his teacher Wang Yangming, 

Wang Gen’s theory is based on ‘self-examination’ but not ‘self-awareness’. Wang 

Dong succeeded Wang Gen’s theory and proposed an internal discipline to solve 

contradiction between Wang Gen and his teacher. Meanwhile, Wang Bi developed 

Wang Gen’s happiness theory and tended to talk about emptiness, which formed the 

general impression of Taizhou School, but also created a new wave of Taizhou School. 
 
Keywords: Taizhou School, Huai Nan Wangs, Wang Gen, Wang Dong, Wang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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